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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研究方法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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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科学活动中，随着研究对象的明确，研

究的方向与方法便成了重要课题。对于研究对象，必

然要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若是研究方法选择不当，

便不可能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

一个成熟学科的继承与发展，同样存在着研究方

法的正确选择与运用问题。中西医各自的研究对象[1]

明确之后，紧接着要讨论的就是各自的研究方法了。

1 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概况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第一次文化高峰基本上都是

在春秋秦汉之际出现的。虽然中国第二次文化科学

高峰比西方落后了两三百年，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

看，应当说仍属于同一个时期。人类两次文化科学高

峰的研究方法，基本上也是两大类：研究形上性“物之

事”，主要运用了由综合到演绎的研究方法；研究形下

性“物之质”，主要运用了由分析到归纳的研究方法。

由综合到演绎的研究方法，也称综合方法、演绎方法，

当代的系统性方法也在其中；由分析到归纳的研究方

法，也称分析方法、归纳方法，当代的还原性方法也在

其中。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提出演绎方法的第一人，

《周易》是中国运用演绎法的第一部哲学代表作。弗

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西方提出归纳方法的

第一人。马克思将培根称之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

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

法》里谈到两大类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归纳和演绎，

正如分析与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

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

到该用的地方。”

进而言之，研究哲学以及哲学体系的科学，不能

用由分析到归纳的研究方法；研究近代物理学、化学

及其体系的近代科学，不能用由综合到演绎的研究方

法。这是由两次文化高峰的两类研究对象而决定的，

与人们的意志无关。正如恩格斯所说，“应当把每一

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也就是说，务必区别研究对

象到底是形上性还是形下性，是生命还是非生命，是

物之事还是物之质。不论什么时候，随意颠倒研究对

象与研究方法的必然关系，都是不可取、不允许的。

这是在中医与西医两种医学的研究实践中，尤其要密

切注意，切不可颠倒的前提性问题。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以下四个基本观念。其一，哲

学与科学都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本质上都是智慧，都

是知识体系。其二，哲学是第一次文化高峰的综合性

科学；物理学、化学是第二次文化高峰的还原性科学。

其三，第一次文化高峰以来由哲学派生出许多学科，

如历史、社会学、人文科学；第二次文化高峰以来由物

理学、化学派生出许多学科，如物质、经济、应用科学

和技术。其四，哲学方法论，亦即理性思维的逻辑学，

统领着人类的思维智慧，哲学更是知识的知识，科学

的科学；哲学也统领着包括物理学、化学在内的近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以下几个方面是当今值得受到重视

或被重新认识的。其一，《周易》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名

著，其中蕴含许多类似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里的哲

学认识论、方法论的内核。其二，以儒、道、释为代表

的中国哲学，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哲学伦理思想以及治

学原则。而弘扬中国哲学，也需要向苏格拉底、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善于运用逻辑思维的巨人学习，

更需要与《形而上学》那样的深入研究哲学认识论、方

法论的名著互参。其三，由于历史原因，传统哲学长

期对认识论、方法论知之甚少，直接导致时代性逻辑

思维能力的不足。对逻辑学素养的补课和提升，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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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当尤其重视的。其四，近代物理学、化学传入中

国以来，实践证明中国人智商甚高，对由分析到归纳

的近代科学方法论学习和掌握得很快。但由于以哲

学为根基的逻辑思维能力不足，因而中医学在自身继

承与发展上，模仿能力有余，继承与复兴能力不足。

以上这些，应当是中医学在当代日趋衰落的主要

原因。

2 西医生物医学研究方法

中西医比较中所指的西医，主要是来自西方的生

物医学。其形成与发展，是以还原性的研究方法为依

托的。牛顿是 16世纪以来的近代科学之父，其在物

理学上的成功逐步影响了物理学、化学的发展，也促

进了还原性研究方法的成熟。牛顿以后，人类第二次

文化高峰迅速到来。随着物理学、化学研究的深入，

相应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人们普遍热衷于人造之器

的研究开发，世界逐步走上重视人造之器的巅峰时

代。西医的生物医学也在还原性方法巅峰中，进入了

快速的成熟与发展。

2. 1　分析方法与西医的生物医学　文艺复兴运动以

来，有的人主张用物理学知识来解释医学问题[2]。比

如，波瑞利（1608—1679年）在《动物运动》一书中，以

数学和机械学原理说明动物的运动；笛卡儿（1596—
1650年）在《动物是机器》一书中，以机械定律解释生

命现象；拉·美特里（1709—1751年）在《人是机器》一

书中，力图用牛顿力学的原理来解释人的生命现象。

他们虽然都不是专业从事医学研究的学者，却是文艺

复兴运动以来走在还原论前沿的人物，其影响之广，

可想而知。

道尔顿之后，不少人主张用化学知识来解释医学

问题。比如，巴拉塞尔苏斯（1409—1541年）是其早期

的代表；哈尔蒙特（1577—1643年）是其奠基者，他首

先反对盖伦的体液病理学，认为生理过程的本质是化

学性的；杜布瓦（1614—1672年）则认为，人的健康全

赖于酸性和碱性两种体液，二者在人体内可以合成中

性物质。化学的普遍应用，使得观察原质结构的层次

越来越深。西方医学在生物化学的认识上，近几十年

来发展很快，视野也越来越宽。在药物上，化学类药

物几乎占据了西医临床上的各个方面。更多的人主

张用生物学的知识来解释医学问题。比如，微尔肖

（1821—1902 年）在细胞学的基础上，于 1858 年发展

为细胞病理学，认为医学上人的病理学就是细胞的病

理学；科赫（1843—1910年）在巴士德微生物学的基础

上，发展为病原微生物学，将察明的外来病原微生物

作为病理学上的最终解释。

在还原论的推动下，20世纪以来，西医学在生物

物理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出现了多种突破性的新技术。当代著名的英国

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谈到西医

的临床疗效与中国医学比较时说：“西方医学在什么

时候肯定无疑地超越中国医学的？我越思考这个问

题，就越把时间往后移。我开始怀疑超越点是否真的

会大大早于 1900年，是否真会在 1850年或 1870年。”

又说：“如果把治疗效果而不是诊断作为标准的话，我

觉得西方的医学决定性地超越中国的医学是在 1900
年之前不久……到 1800 年，外科手术到病理解剖都

已经大大领先于中国。”李约瑟的这两段话说明了三

个事实。其一，1800年以前中国医学的疗效肯定是世

界第一，在此之前中医是世界上唯一成熟的传统医

学，他也知道那时世界上的西医疗效不如中医。其

二，西医的疗效在 1870年前后超越中医，主要是“病

理解剖”，这是物理学为基础的外科器械与外科手术

在治疗上的成功。其三，20世纪 30年代抗生素的问

世以来，才是化学为基础的西医病理学、治疗学大举

进步的时期，也正是中医走下坡路的开始。这是在中

西医比较时，应当注意的事实和时间点。

2. 2　西医生物医学方法的局限性　当代是还原论的

高潮时代，也是还原论接近极限的时代。还原论在医

学发展上的局限性，近代哲学家早就提出来了。黑格

尔在《美学》中指出：“割下来的手就失去了它的独立

的存在，就不像原来长在身体上时那样，它的灵性、运

动、形状、颜色等等都改变了，而且它就腐烂起来了，

丧失它的整个存在了。只有作为机体的一部分，手才

获得它的地位。”爱因斯坦在《爱因斯坦文集》中也指

出：“如果人体的某一部分出了毛病，那么只有很好地

了解整个复杂机体的人，才能医好它；在更复杂的情

况下，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正确地理解病因。”以上两位

大学者的话，既提到了人身整体与局部之间关系，也

提到了还原论在人类医学研究上的局限性。这就像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解剖台上解剖青蛙的感受一样。

柏拉图身边修理旧木桌的工人，可以拆开、修理并重

新组装成一张新木桌，而他却面对血肉模糊的青蛙尸

体而一筹莫展。今天，研究生物医学的西医可以将人

体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一层层地深入、还原，但至

今却不能用构成人的分子组合成细胞、组织、器官。

显而易见，生物医学研究的是构成人体的原质，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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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越来越远离了整体的、原形的人。不论西医还是中

医，医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永远是服从于整体、原形之

人的健康、长寿的。所以在“整体大于部分之合”这一

根本原理下，西医生物医学的局限性是不可自我克服

的。20世纪后半叶，生物医学的发展把还原论推向了

极致，也使还原论的生物医学走到了尽头。

在西医生物医学局限性日趋显现的时候，20世纪

70年代才出现了恩格尔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恩格尔或许不会想到，其反思后的初醒却让中国的中

医们从中得到了一种新的启示：人类医学需要研究形

下性的人，更需要研究形上性的人；需要还原性方法

论，也需要系统性方法论；需要西医，当然也更需要中

医。相信这些启示，也终将改变中医在中国境内发

展、复兴的窘境。

3 中医学与一般系统理论

告别中医学发展、复兴的窘境，在中国已经风起

云涌近百年了。综合性研究方法的当代回潮，给中医

学带来了新的希望。

3. 1　关于一般系统理论　一般系统理论完全是从西

方出现、形成和发展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近代

人们常说：在西方近代科学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逐步

走上了高度综合的趋势。倘若从形下性科学与形上

性哲学、科学角度上看，科学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

本来是形下性科学与形上性哲学、科学数千年的历史

常态，只不过西方近代科学高度分化的趋势比东方早

了一些而已。应该说，分化（析）与综合本来就是人类

科学发展历史中的左手与右手，并非是在近代科学高

度分化的基础上才出现了高度综合的趋势。其实，这

本来就是历史性统一的必然。

20世纪出现于西方的系统论，强调的是事物的整

体性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关系。在系统论里，主要

包括五方面基本原理。一是整体性原理，即有别于还

原论的打开整体看局部。二是联系性原理，即事物之

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关系。三是有序性联系，即通过

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关系。四是稳定性，即因为相互

之间复杂的联系，才构成了它的稳定。五是整体最佳

原理，即对稳定性状态的进一步说明。把一般系统理

论与阴阳五行学说联系起来看，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便

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了。

3. 2　系统理论的发展成熟阶段　20世纪70年代，英

国科学家P·切克兰德全面地将系统理论推向了成熟

发展的阶段。他在 1970—1980年的 10年里，出版了

13种系统论研究著作，《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是切克

兰德与其同事十多年间从事系统理论研究的全面总

结。该书由左晓斯和史然于1990年翻译为中文。译

者在译著前言中指出，贝塔朗菲为代表的一般系统理

论自 4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混乱与停滞状态”，“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还原主义思想在每个受过西方文明

教育的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未能摆脱迪卡儿还原

主义的分析传统”。切克兰德之系统理论的成熟发展

主要在四个方面：“其一，发展一种阐发详尽的系统

观，即系统世界观；其二，在那个世界观的基础上，发

展在实体问题情景中运用系统思想的方式；其三，在

得经验、犯错误、学教训的同时，修正系统观及运用系

统思想的方式；其四，对系统思想和系统实践之间的

相互作用进行反思，以得出承认未来理论从实践中获

益和未来实践从理论中获益的结论。”译著前言接着

认为，这是对贝塔朗菲为代表的一般系统理论突破的

“关键性的大步”，“在系统论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

的巨大作用”，并认为“尤其有趣的是，系统论与现象

学、释经学……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切克兰德对此进

行了启发意义的总结”。这种把系统理论与哲学联系

起来的新见解，对于打开中医学术研究发展的新局

面，是有重要启迪和创新意义的。

3. 3　证候与信息是完全相通的　在中医学理论中，

运动变化是证候的基本属性。中医面对的是整体状

态的人，其脉、舌、色、证无论是在疾病过程中，还是在

正常状态中，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然而整体状态的

变，却是还原性的西医学不关注、不涉及的范畴。生

物界中，尤其是有新陈代谢与自我平衡机制的人，时

时刻刻的变化才是其必然的常态。这是研究人体局

部结构和功能的还原性的西医学，完全不可企及的。

然而这正是贝塔朗菲提出系统论的原因，也是切克兰

德成熟、发展系统论的重要理由。中医学研究的是生

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证候的演变，因此，中

医学面对的证候与一般系统论里的信息完全相通；作

为中医学研究方法的阴阳五行及其原理，与一般系统

控制的原理和方法也是完全相通的。

4 以综合性研究方法研究中医学

历史对于中国的中医学总是负责任的！当代国

内外许多中医专业以外的知名人士，在中医学方法论

问题上，往往比业内人士们显得更富有敏感性和大

智慧。

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关于数学二进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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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得益于其对《易经》的研究。其在写给德雷蒙的

信中，高度颂扬了伏羲氏“不可思议的发现”，并不无

激动地写道：“我之不可思议的发现，即对于理解3000
余年前中国最初的君主且为唯一的哲学家伏羲的古

文字秘密的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可庆幸的事

情，应该允许我加入中国籍吧！”[3]

美国数学家理·查德于 1956年提出模糊数学时，

无疑受到了数学二进制的启示。追根寻源，模糊数学

的原理也与中国的阴阳理论不谋而合。因为中医阴

阳学说中，本来就包含着模糊数学的思想、方法及

应用。

从科学发展史的眼光来看，系统论产生的一个重

要原因恰恰是近代分析性研究方法在科学技术领域

具有局限性。20 世纪，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认

为，“为了理解一个整体或系统，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

部分，而且同样还要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

于生命，“除了某些单个的过程以外，有生命的系统不

是处于真正的平衡态的封闭系统，而是处于稳态的开

放系统”。其在表述“最佳自稳态系统”时所画的模式

图，与中医概括五行生克关系时常用的五角星样模式

图惊人地相似[4]。

当代“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比利时物理

学家普利高津在总结其科学成就时指出，当代科学正

经历着一场革命，人们注意的焦点正从“实体”转移到

“关系”“信息”“时间”上来。他强调：“中国传统的学

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

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我

们正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

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眼

于自发组织世界描述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而这种

“新的综合”的方法，与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惊人地一

致；他所指的“自发的组织世界”，也莫过于与天地一

样复杂的人。

美国学者Ｒ·Ａ·尤利坦，在1975年《美国物理学

杂志》上著文说：“现代自然科学思想大厦不是西方的

私产，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

领地，这座盛誉的建筑物也属于老子、邹衍、沈括和朱

熹。我们不能说中国本土的科学倘若独立发展下来

将会演化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

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

特征，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

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

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

美国物理学家、《转折点》一书的作者弗里乔夫·

卡普拉说：“这种还原的态度根深蒂固地渗透到我们

的文化之中，以至于经常被看作是科学的方法。其他

的科学也接受了这种古典的物理学的力学观和还原

论，把它看作是对实在的正确描述，并以此来改造自

己的理论。”他认为：“中国把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

的、各部分相互联系的系统的概念，显然比古典的笛

卡尔模式更加接近现代系统方法。”他好像是批评中

国的中医研究人士，又好像在规劝和帮助中国人重树

信念并指示方向。

控制论创始人之一，中国著名的钱学森教授多次

说过：“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

点。”“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

维方式是系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更符合现代科学

思维的发展方向。”“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

统，人体科学和医学研究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

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名的哲学家刘长林教授在《中

国系统思维》中指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统一

的，与中医相一致的系统思想。”他还在一次学术会议

上，认真地向笔者推荐荀子和管子的书，认为这些书

对于了解中医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医的学术思想很有

帮助。

祝世纳教授在《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一书中强

调：“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系统思维的重要理论基础。

阴阳五行学说可追溯到‘河图’‘洛书’和《易经》，此后

延续发展三千多年。中医在《黄帝内经》中就把阴阳

五行学说系统地医学化，而发展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学

说。”认为用阴阳五行学说来研究和回答中医的问题，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是正确的。

20年前台湾东海大学邝芷人出版了《阴阳五行及

其体系》一书。书中深入研究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

和《黄帝内经》的有关内容，分析了贝塔朗菲《一般系

统论》的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阴阳五行作为‘一般

系统理论’”的结论。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Ｍ·满晰博教

授，是第一位严厉批评中国人背离阴阳五行学说的外

国人。他指出：“本质和内在的不平衡是，两个医学体

系在方法论上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对中医的歧视……

一定的方法学和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合的常规标

准。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

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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